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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来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证据

余泽田， 张世博， 吴 俣， 彭 华， 董晓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中国）

摘 要： ［［目的目的/意义意义］］为识别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并厘清其作用机制，以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有助于为科学评估数字乡村政策

成效、优化农民增收路径提供经验证据。［［方法方法］］基于 2014—2023年全国 727个县域面板数据，将 2020年国家数

字乡村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通过平行

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 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结合机制检验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路

径。［［结果和讨论结果和讨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未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机

制分析表明，政策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配置调整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推动农村居民增收，且经济基础、数字金融普

惠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会正向调节增收效应。［［结论结论］］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路径，后续应持续推

进，并围绕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创业活跃度增强政策传导能力，统筹配套条件，强化数字红利普惠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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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目标加速推进的背景

下，如何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以下简称

“增收”）已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

题。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要素流动壁垒与

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约束，农村居民增收始终面临产

业链条短、就业渠道狭窄、市场信息不对称、融资

约束突出等多重困境［1-3］。在此背景下，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因其天然的

渗透性与普惠性，为激活农村内生增收动能、破解

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战略工具［4］。由此，数

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被

视为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引

擎。近年来，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经历了从概念探索

到全域推进的快速发展，国家层面连续出台《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等

重要文件，并自 2020 年起分批次部署“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工作，通过政策引导先行先试，探索数

字技术与乡村经济、治理、民生深度融合的有效路

径，从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乡村内生增长动

力。然而，随着试点工作的持续深化，一个根本性

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亟待回应：数字乡村建设是否真

正促进了农村居民增收。进一步地，其增收效应通

过何种机制实现，以及是否推动了更广义的城乡包

容性增长。这些问题的厘清，对完善数字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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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推动农村居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逐渐开展，学者已对数字

乡村建设相关问题开展一定探讨。一是数字乡村建

设的理论构建，主要围绕本质内涵和增长机理展

开。数字乡村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5］，以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新型乡村发展形态［6］，其特

征体现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治理的全域数

字化转型［7］。在增长机理层面，研究指出数字乡村

的核心作用逻辑在于通过数据要素与数字人才、平

台化组织等生产要素的深度整合，推动农业生产向

精细化、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同时促进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进而激活农村经济体系的内

生增长潜能［8, 9］。二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进展，

主要集中于实践路径与现实困境。学者提出应通过

数字技术全产业链渗透、优化政策支持体系等路径

推动数字乡村建设［10］，但同时也指出，数字基础

设施薄弱、资金短缺、核心技术匮乏等问题依然突

出，尤其是城乡之间既存在基础设施层面的“接入

鸿沟”，又存在因数字素养差异导致的“应用鸿

沟”［11］，严重制约了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12］。三是

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估，主要包括地域经济、创

新创业、城乡差距等［13］。地域经济方面，数字乡

村建设通过城乡融合、产业集聚、要素流动赋能县

域经济增长［14, 15］，并提升农民收入水平［16］；创新

创业方面，数字乡村通过降低创业门槛、缓解融资

约束、累积创业资源，有效激发农村地区的创新动

能和创业活力［17, 18］；城乡差距方面，数字乡村建设

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

差距［8, 19］。

现有研究已为理解数字乡村的影响效应奠定重

要基础，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首先，从研究

内容上来看，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乡村对经济、收

入、创业等单一维度的影响，缺乏以农民增收为主

线、并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外溢结果的递进式分析框

架，无法充分回应数字红利普惠共享的核心议题。

其二，从识别策略上来看，现有成效评估研究中，

多以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这类

测度指标易受地区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内生因素

影响，难以有效剥离混杂变量的干扰。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作为分批次推进的外生政策冲击，天然具备

准自然实验的特征，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精准识别

政策净效应提供了理想场景，但当前利用这一政策

情境开展大样本、长时段实证检验的研究仍较为稀

缺，导致现有评估结论的因果可信度与政策参考价

值受限。其三，从解释机制上来看，围绕数字乡村

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县域层面渠道证据，以及政策

效应在不同发展基础条件下的边界差异，现有研究

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基于此，本研究以 2020 年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

策略系统识别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净效应，并进

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效应边界及扩展性结果。本

研究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农村

居民增收为核心结果变量，并将城乡收入差距纳入

扩展性结果分析，从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果两个层面

考察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影响，丰富了数字乡村建

设经济后果评估的研究视角。其二，利用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开展准自然实验识别，增强对政策净效应

的因果解释力度；其三，从县域层面提供劳动力配

置调整和创业活跃度提升两条作用渠道的经验证

据，并结合数字基础、经济基础等差异讨论政策效

应的边界条件。研究结论为完善数字乡村政策设

计、推动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提供兼具理论价值与

实践意义的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作为国家推动数字技术向农

村地区渗透的重点举措，旨在调整要素配置、降低

信息摩擦以构建多元化增收路径。首先，数字技术

作为非竞争要素，具有显著的赋能和倍增效应。数

字技术通过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

深度融合，加速农业生产从粗放式向精细化、智能

化转型。一方面，通过精准灌溉、智能育种、病虫

害数字化监测等应用，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

低生产成本［20, 21］；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加工、品

牌化运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22, 23］，增加农村居民

经营性农业收入。其次，数字技术通过缓解信息摩

擦打破信息不对称格局。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传

统农户因受地理限制、信息渠道闭塞等影响，不仅

面临高昂的市场搜寻成本，还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天

然弱势［24-26］，易被中间环节盘剥利润。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普及信息终端设备、搭建线上服务平台，打

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壁垒，让农户可便捷获取实时

市场价格、需求动态、生产技术等关键信息，直接

对接终端消费市场，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显著提升

农产品议价能力，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此外，数字

148



余泽田等：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证据Vol. 8, No. 3

乡村试点政策的落地实施配备着对应的资金支持、

政策倾斜及配套保障举措，这些资源既能为农村产

业发展注入动能，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乡村产业建

设，又能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为农

业升级、产业融合提供保障，进而激活乡村产业活

力、拓宽增收场景，进而带动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

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乡村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农村居民

增收。

1.2　数字乡村试点增收效应的中介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

促进劳动力配置优化和提升创业活跃度，构筑就业

创业双增收渠道。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试点地区

劳动力配置调整实现农户增收。其一，数字乡村建

设催生数字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打破传统乡

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单一就业格局，为农村劳动力

提供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有效吸纳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返乡创业劳动力及留守人员就业，为农户提

供了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来源。其二，数字乡村建设

依托数字化平台搭建农村就业服务网络，整合岗位

信息、求职需求、技能培训等资源，打破农村就业

的地域限制与信息壁垒［27］，并根据劳动力技能特

点与岗位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减少就业搜寻成

本［28］，提升就业成功率。其三，数字乡村建设提

高了试点地区培训能力，借助数字资源能对农村低

技能劳动者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推动其从

传统体力型就业向技能型就业转型，获得更高的薪

资回报，实现就业质量与收入水平的双重提升。据

此，提出以下假说：

H2：数字乡村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劳动力配置

调整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产业振兴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撑，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提高试点地区市场主体创业活跃度实现农户

增收。一方面，数字乡村试点地区明确将乡村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任务，通过持续推进 5G 创

新应用、大数据平台搭建、光纤网络建设等一系列

举措，显著缩小了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差距，破解了

传统乡村产业发展中技术短缺、资源匮乏、信息滞

后的突出难题，为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

基础。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物联网等

数字化工具的广泛应用，大幅降低了乡村产业的市

场接入成本、产品营销成本与运营管理成本，简化

了产业发展流程，让农村各类创业主体能够依托本

地特色农产品、文化资源等开展商业创新。此外，

数字乡村建设依托数字化治理平台，推进政务服务

数字化转型，简化企业注册、审批、备案等流程，

大幅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压缩创业筹备周期，降低

创业的行政门槛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为创业主体

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各类

市场主体的进入意愿与创业活跃程度。据此，提出

以下假说：

H3：数字乡村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1.3　数字乡村试点增收效应的调节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并非

均质分布，而是受到地区资源禀赋与外部环境的显

著调节。首先，数字乡村的增收效应会受到当地现

有经济基础的调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在

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建设质量上具备更强保

障能力，既能为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与广泛普及提

供坚实支撑，又能凭借完善的配套条件保障农村电

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顺利落地，助力农户快速接

入并高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进而放

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赋能效能。反之，在经济基

础薄弱的县域，受限于数字基础设施滞后、农户数

字应用能力薄弱等现实瓶颈，数字技术的落地推广

受阻，新业态培育难度较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

边际效应往往被弱化。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会受到数

字金融的调节。数字乡村建设虽然降低了信息门

槛，但硬件设备的购置与运营仍需资本投入。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风控技术，有效缓解了传统金

融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惜贷问题，降低了信

贷门槛与融资成本。高水平的数字金融普惠环境能

够为农户与涉农企业提供及时、足额的资金支持，

使其能够顺利跨越数字技术的应用门槛，扩大生产

规模或从事更高收益的非农经营活动。因此，数字

金融普惠水平的提升将显著放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增

收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会受到县域工业水平

的调节。县域工业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其拥有更强

的农产品加工能力与更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数字乡

村建设在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能够

与成熟的工业体系相结合，将更容易实现种养到销

售的产业链闭环。高工业化水平能够为数字农业提

供技术装备支持，并消化吸收初级农产品，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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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加工转化率与附加值，从而增强数字技术对农

业产业链的赋能效果。因此，工业化程度越高，数

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带动作用越强。综

上，提出以下假说：

H4：县域经济基础、数字金融普惠水平及工

业化程度正向调节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增收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为识别数字乡村建设的收入增长效应，本研究

采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形成的外生冲击作为代理变

量构建双重差分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

tion, DID）模型，如公式（1）所示。

Incomeit = α0 + α1 DIDit + α2Controlit + μi + υt + εit （1）

式中：Incomeit 是被解释变量，即农村居民收

入；DIDit 是核心解释变量，即数字乡村试点政策

实施的虚拟变量；Control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

为县域固定效应；υ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

差项。α0 为模型的常数项 （截距项）；α1、α2 分别

为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待估回归系数。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试点收入增长效应的作

用机理，在公式（1）的基础上，借鉴江艇［29］的中

介效应分析范式，设置模型如公式（2）所示。

MEDit = α0 + α1 DIDit + α2Controlit + μi + υt + εit （2）

式中：MEDit是中介变量。

2.2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收入，用县域农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即

政策虚拟变量与试点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参照

2020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部委确定的数字

乡村试点名单，以 2020 年作为政策冲击时间点，

2014年—2019年赋值为 0，2020年—2023年赋值为

1。对于政策虚拟变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域赋

值为1，其他县域赋值为0。

3）控制变量。为尽可能排除影响农民收入的

混淆因素，控制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间的特征差

异，借鉴已有研究［8, 28, 30］，从经济基础、财政水平、

金融水平、人口规模、储蓄水平、工业化程度、服

务化程度、教育水平选取控制变量纳入双重差分

模型。

4） 中介机制变量。劳动力配置调整机制中，

采用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数/县域总人口表征劳动力

配置调整，以探索就业视角下的增收机制。创业活

跃度提升机制中，采用当年县域新注册涉农企业/

县域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表征市场主体活跃度，以探索创业视角下的增收

机制。

5）调节机制变量。经济基础采用县域 GDP衡

量，数字金融普惠水平采用北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

衡量，工业化水平采用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县域

GDP衡量。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字乡村试点区域来源于 2020 年中

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国

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当年县域新注

册涉农企业来源于天眼查平台；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数据

均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对严重缺失的数据

进行剔除处理，对部分少量缺失的数据进行插值处

理，最终获得全国 727个县区 2014年—2023年的面

板数据，共计 7 270 个观测值。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

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初步结果显示数字乡村

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列 （2）

和列（3）结果显示在剥离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扰动

后，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仍显著为

正，数字乡村政策实施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0.049

万元。据此，假说H1得到初步验证。

3.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应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借鉴事件

研究法，以 2019 年为基准期来考察政策实施前后

的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如图 1所示。可以发现，在

政策实施前的年份，即相对时间-6 到-2 年间，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即在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实

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农村居民收入并不存在

显著系统性差异。而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反映了

政策实施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

差异，且具备持续性和动态叠加效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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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或随机因素对基准

回归结果的干扰，基于时间空间双视角对基准回归

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首先，从时间视角出发进行

安慰剂检验。将政策实施时间人为提前至 2014 年

—2018 年作为“伪政策年份”进行回归。结果如

图 2所示，在这些伪政策年份中，95%置信区间均

覆盖 0，说明在真实政策发生前不存在显著的“伪

政策效应”或提前反应，支持基准DID结果并非由

政策前趋势或偶然因素驱动，结论较为稳健。

进一步，从空间视角出发进行安慰剂检验。通

过随机置换处理组样本的方式，构建“伪处理组”，

并重复进行 500 次蒙特卡罗模拟回归。图 3 为安慰

剂检验的核密度估计图。结果显示，随机模拟生成

的 500个回归系数呈现以 0为中心的均值分布特征，

符合正态分布假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研

究基准回归所得到的真实政策效应系数明显位于随

机分布图的右侧极值区域，远离随机生成的系数分

表1  数字乡村增收效应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variables in the study of 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变量

农村居民收入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

经济基础

财政水平

金融水平

人口规模

储蓄水平

工业化程度

服务化程度

教育水平

说明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见2.2节

县区人均GDP/万元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万元

人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年末总人口/行政区域总面积/（万人/km2）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年末总人口

样本量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7 270

均值

1.288

0.018

3.497

0.206

2.546

0.031

2.655

0.387

0.430

0.058

标准差

0.515

0.134

2.336

0.192

1.985

0.033

1.297

0.153

0.108

0.017

最小值

0.510

0.000

0.802

0.031

0.352

0.000

0.340

0.058

0.164

0.011

最大值

3.562

1.000

17.218

1.746

21.043

0.425

11.250

0.772

0.838

0.104

注：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 2014年为基期对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平减，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 2014年为基期对经济基础、财政水平、金

融水平、储蓄水平进行平减。

表2  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rogram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

经济基础

财政水平

金融水平

人口规模

储蓄水平

工业化程度

服务化程度

教育水平

年份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常数项

样本量

R2

农村居民收入

（1）

0.477***

1.279***

7 270

0.037

（0.022）

（0.016）

（2）

0.052***

已控制

已控制

0.918***

7 270

0.915

（0.019）

（0.004）

（3）

0.049***

-0.059***

-0.143***

0.091***

1.136

-0.144***

0.090

0.185**

0.412*

已控制

已控制

0.930***

7 270

0.921

（0.019）

（0.017）

（0.039）

（0.020）

（0.710）

（0.030）

（0.074）

（0.086）

（0.224）

（0.072）

注：括号内数据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列（1）展示了不加入控

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情况下数字乡村试点的净效应；列（2）和列（3）展示了逐步加入年份和县区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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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这有力地证明了本研究结论并非源于偶然因

素，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3.4　稳健性检验　

为加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了删除特殊样

本、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调整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

1）删除特殊样本。考虑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在政策资源获取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有的优

势，可能干扰因果识别的结果，将这两类城市样本

删除后重新进行了回归。表 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

变量的系数为 0.053，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基准

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为剔除同期政策与区

域属性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进一步将“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试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

县等可能混淆估计结果的变量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

量。回归结果显示（表 4），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估

计系数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排

除其他政策与区域特征的潜在影响后，数字乡村试

点政策对研究对象的正向效应依然成立，本研究的

核心结论具有稳健性，并未受到其他政策效应的

干扰。

3）调整回归模型。考虑到基准回归可能存在

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PSM-DID） 进行检验与估计，通过

匹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可观测特征缓解样本自选择

带来的内生性干扰。为避免后处理偏误，仅使用政

策实施前最后一年（201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倾向

得分匹配，倾向得分由 Logit 模型估计。在匹配方

法上，采用 1 对 1 最近邻匹配，设置卡尺 0.05，并

施加共同支撑与不放回约束。平衡性检验结果表

明，匹配后样本的协变量差异显著缩小，且匹配后

联合显著性检验不显著，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观

注：以2019年为基准期，在95%的置信区间下绘制。

图1　农民收入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Fig. 1  Results of the parallel trend test for farmers' income

图2　效应基准回归的伪政策年份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 2  Results of the placebo test for fictitious policy years in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图3　基准回归的随机置换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 3  Results of the random permutation placebo test for 

baseline regression

表3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剔除特殊样本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of baseline regression： excluding 

special samples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农村居民收入

0.471***

（0.026）

6 640

0.034

0.052**

（0.023）

已控制

已控制

6 640

0.913

0.053**

（0.022）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6 640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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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特征上的可比性明显提升。随后，将匹配结果合

并回 2014 年—2023 年的面板数据，仅保留匹配样

本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表 5），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为

0.049，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基

准回归高度一致，表明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后，数

字乡村试点政策的增收效应依然显著，进一步佐证

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3.5　异质性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效果并非在所有地区均匀

释放，而是可能受到数字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自然地理条件等多重因素制约。为进一步考察数字

乡村试点政策增收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条件

下的差异，从数字基础、经济基础、地理区域和地

形起伏度四个维度开展异质性检验，以揭示政策效

应发挥所依赖的发展条件和空间环境，进而为后续

差异化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在数字基础维度，以数字金融普惠指数衡量县

域数字发展水平，并通过引入数字乡村试点与数字

基础的交互项考察政策效应差异。回归结果显示

（表 6），数字乡村试点与数字基础的交互项系数为

0.077，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数字基础

水平越高，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

用越强。数字基础优越的地区拥有更完善的数字金

融体系、信息基础设施与数字应用能力，可高效转

化政策红利，加速农户收入增长。相比之下，数字

基础薄弱地区虽然具备一定改善空间，但由于配套

条件不足，政策效应释放相对有限。

在经济基础异质性层面，数字乡村试点与经济

基础的交互项系数为 0.096，通过 1%水平显著性检

验，这说明经济基础越雄厚的地区，数字乡村试点

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越强。较高经济基

础地区通常具备更强的产业支撑能力、市场发育程

度和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数字乡村建

设在促进要素流动、拓展市场渠道和提升经营效率

方面的作用。相反，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区，即

使政策介入，也可能由于产业承接能力不足、市场

化程度偏低等原因，使政策效果受到一定制约。

在地理区域异质性层面，以东部地区为参照

组，基准回归中数字乡村试点系数为 0.095，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东部地区试点政策的增收效应显

著。中部、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73、

-0.049，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点估计结果看，

中西部地区增收效应弱于东部地区，但统计上未呈

现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数字乡村试点在东部地区

增收效果明确，中西部地区效应偏弱，但区域差异

尚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在地形起伏度异质性层面，数字乡村试点与地

形起伏度的交互项系数为-0.048，但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地形条件对试点政策增收效应的调节

作用不显著。尽管点估计显示高地形起伏度地区的

政策效应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从统计结果看，数

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并未因地形

条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别。

表4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of baseline regression： excluding other policy interferences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是否是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试点

0.048***

（0.01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是否是革命老区县

0.049***

（0.01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县

0.049***

（0.01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表5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更换回归模型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of baseline regression： replacing 

regression models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农村居民收入

0.049***

（0.01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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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机制分析　

为深入探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

的内在机理，基于中介与调节双机制视角，探索劳

动力配置调整与创业活跃度提升在数字乡村试点增

收效应中的中介机制，以及经济基础、金融普惠水

平和工业化水平对增收效应的调节机制。

3.6.1　中介机制检验　

表 7劳动力配置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试

点政策对劳动力配置调整的影响系数为 0.033，且

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数字乡村

建设有助于促进县域劳动力配置优化。一方面，数

字乡村建设催生数字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文旅等

新业态，直接创造大量新增就业岗位；另一方面，

数字化就业服务网络打破了地域限制与信息壁垒，

通过岗位需求与劳动力技能的精准匹配，降低就业

搜寻成本，同时依托数字资源开展的技能培训，推

动农村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型就业向技能型就业转

型，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并拓宽收入来源。

表 7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试

点政策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

提升创业活跃度是政策增收的另一重要中介渠道。

试点政策通过推进 5G 应用、大数据平台搭建及农

村电商服务体系完善等举措，显著降低了县域涉农

产业的创业技术门槛与行政成本。同时，数字化工

具的普及减少了市场接入与运营管理成本，使返乡

青年、留守农户等主体能够依托本地资源开展商业

创新，进而通过市场主体进入增加、创业活动活跃

以及产业发展扩展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3.6.2　调节机制检验　

从经济基础的调节效应来看，数字乡村试点政

策与县域GDP的交互项系数为0.193，且在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8），这表明县域经济基础对

政策增收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经济发展

表7  数字乡村试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7  Mediating mechanism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Na‐

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rogram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变量

数字试点政策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劳动力配置

0.033**

（0.014）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 420

0.220

创业活跃度

7.848*

（4.664）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6 910

0.216

表6  数字乡村试点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rogram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

数字乡村试点*数字基础

数字乡村试点*经济基础

数字乡村试点*地理区域（以东部为基准）

中部

西部

数字乡村试点*地形起伏度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数字基础

0.002

（0.023）

0.077**

（0.032）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经济基础

-0.030*

（0.018）

0.096***

（0.026）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地理区域

0.095***

（0.031）

-0.073

（0.047）

-0.049

（0.03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地形起伏度

0.078**

（0.034）

-0.048

（0.039）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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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的县域，在数字基础设施投入、配套公共

服务供给等方面具备更强保障能力，能够为数字技

术与农业生产、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支

撑，帮助农户快速接入并高效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

生产经营，从而放大政策的增收赋能效果。

从数字金融普惠水平的调节效应来看，数字乡

村试点政策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

0.010，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数

字金融普惠水平正向调节政策增收效应。数字乡村

建设虽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但硬件购置、生产扩

张等仍需资本投入，而数字金融普惠通过大数据风

控技术缓解了传统金融问题，降低信贷门槛与融资

成本，为农户生产经营、涉农企业创业创新提供及

时资金支持，帮助市场主体顺利跨越数字技术应用

的资本约束，从而强化政策的增收红利。

从工业化程度的调节效应来看，政策与县域工

业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为 0.280，且在 1%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工业化进程与数字乡村建设

存在显著协同增收效应。县域工业化水平越高，意

味着农产品加工能力越强、供应链体系越完善，能

够与数字农业形成有效衔接，实现从种养到销售的

产业链闭环。高工业化水平既可为数字农业提供技

术装备支持，又能消化吸收初级农产品、提升产品

附加值［31］，从而增强数字技术对农业产业链的赋

能效果，进一步放大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

作用。

3.7　进一步扩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使命不仅在于提升农村居

民收入，更在于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缩小发展

差距，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前文已证实数字乡村

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的显著效应，本节进一步

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数字乡村试点的分配效应，通过

检验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评估其在促进

城乡包容性增长中的实际成效，为政策优化提供更

完整的经验依据。

本节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设定，将被解释

变量更换为城乡收入差距，以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征。

回归结果如表 9所示，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估计系

数为 0.041，且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尽管数字乡村试点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但尚

未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首先，数字乡村

建设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其政策收益并不只局限于

农业农村部门。随着农村电商、智慧农业和数字治

理平台的发展，城镇配套行业也可能同步受益，从

而使数字红利在城乡之间呈现共同扩散特征。其

次，城乡在数字技术吸收能力和收益转化能力上仍

存在差异。相较于农村地区，城镇通常拥有更完善

的产业体系、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更强的市场组

织能力，因而更容易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生产率

提升和收入增长。再次，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具有较

强的结构黏性，其形成不仅受数字技术影响，还与

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供给、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流动

壁垒等长期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数字乡村试点在

短期内更容易体现为对农村居民的补短板式增收，

表8  数字乡村试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rogram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变量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

GDP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GDP

北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北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

工业化水平

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工业化水平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农村居民收入

-0.275***

-0.062***

0.19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2

（0.042）

（0.017）

（0.027）

-1.088***

-0.004***

0.010***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6 967

0.927

（0.225）

（0.000）

（0.002）

-0.062**

0.075

0.280***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921

（0.026）

（0.074）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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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必足以推动城乡收入比值的显著收敛。

4 结论、建议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14年—2023年中国 727个县域面

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国家数字乡村试点视为准

自然实验，并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其对农村居民增

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乡村

试点政策对农村居民增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平行

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验证

该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乡村试点对城乡收

入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二，政策增收效应存在异

质性特征，数字基础和经济基础更强的县区增收效

应更强。第三，数字乡村政策通过调整劳动力配

置、提升创业活跃度推动农村居民增收，且经济基

础、金融普惠水平、工业化程度会显著正向调节增

收效应。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

设的增收效能，强化政策靶向性与落地性，推动农

村居民持续增收与城乡包容性增长，提出以下精准

施策建议。

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由试点示范向长效推

进转变，持续巩固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实证结果表

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

入，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

政策工具。因此，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

一步健全数字乡村建设的长效推进机制，持续加大

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和技术推广体

系的支持力度，推动试点经验制度化、常态化和可

复制化，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红利。

第二，聚焦劳动力配置优化与创业活跃度培育

两条关键路径，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传导能

力。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试点主要通过促进劳

动力配置调整和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居民增

收。为此，应围绕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文旅

等数字化新业态，加快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吸纳

就业能力突出的经营主体。同时，依托县域数字化

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岗位发布、技能培训、劳务对

接等功能，提升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的

就业匹配效率和就业质量，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更多

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持续的收入增长。

第三，强化县域配套条件建设，提升数字乡村

政策效应的落地能力和转化效率。研究发现，经济

基础、数字金融普惠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会显著增强

数字乡村试点的增收效应。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

的政策成效不仅取决于数字技术本身，也有赖于县

域产业基础、金融支持能力和产业承接条件。未来

应统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数字金融下沉和农产品

加工流通体系建设，增强数字技术与产业体系、金

融服务体系的协同联动，避免数字乡村建设停留在

“重建设、轻转化”的层面。

第四，锚定包容性发展核心导向，推动数字红

利普惠共享。尽管数字乡村试点显著实现了农村居

民的绝对增收，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

足。为此，后续政策设计应更加注重数字红利的普

惠共享，特别是要加强对数字基础薄弱地区、弱势

群体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支持，强化数字接入、数字

素养培训和普惠性服务供给，让数字技术更广泛、

更深入地普及到农村群体，实现农村居民持续增收

与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目标。

4.3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这一准自然

实验，较为系统地评估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

增收的政策效应，并从作用机制、异质性和扩展性

结果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但仍存在一定不

足。一方面，受数据可得性限制，采用的是县级面

板数据，虽然能够较好识别政策冲击的总体效应，

但对数字素养、信息获取能力、收入结构变化等农

户或个体层面的关键变量缺乏直接观测，因而尚难

对数字乡村促进增收的微观机制进行更为精细的识

别。未来可结合农户调查数据、家庭追踪数据或平

台微观数据，进一步揭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民收

入的行为机制。另一方面，将城乡收入差距纳入扩

表9  进一步分析：对城乡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Table 9  Further analysis： impact on urban-rural 

inclusive growth

变量

数字试点政策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县区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城乡收入差距

0.041

（0.03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7 270

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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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性结果分析，发现数字乡村试点尚未显著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但受限于变量和识别条件，尚无法对

数字红利城乡同步外溢、要素流动约束、城镇部门

吸纳能力差异等潜在原因进行严格检验。因此，关

于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影响城乡包容性增长，仍需结

合更细颗粒度数据开展深入研究。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以及与公开

研究成果有关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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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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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reaking the 

long-standing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China. Under the go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stained in‐

come growth for rural residents is a key policy concern.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

ment, but several gaps remain.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a single outcome rather than jointly considering income growth and broader 

inclusive development. Many studies also rely on composite indices that may be endogenous to local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he chan‐

nels through which digital rural policies affect rural income have not been fully clarifi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olicy was us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this research to examine whethe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raises rural res‐

idents' incom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this effect and its effect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Methods]　Using the county-

level panel data for 727 count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the 2020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olicy was treat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policy's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

ta disposable income.The analysis controlled for economic found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ensity, 

savings level, industrialization, service-sector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o test robustness, parallel trend tests, placebo tests, the ex‐

clusion of special samples, controls for other concurrent policie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combined with DID estimation were 

conducted. Mechanism tests were us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olicy works through labor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and enhanced entre‐

preneurial activity, whil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s assessed whether county economic foundati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

dustrialization strengthen 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

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fter county and year fixed effect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factors were con‐

trolled for, the policy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ur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is finding remained robust across a se‐

ries of tests. Dynamic analysi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policy trends between pilot and non-pilot counties, while the 

positive effect emerged aft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trengthened over time, indicating a sustained and cumulative policy impact. 

Mechanism analysis identified two main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policy promoted income growth. Firs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d labor allocation by fostering new forms of rural economic activity, such as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mmerce, reduc‐

ing labor market frictions, and improving the matching efficiency between labor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econd, it enhanc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y lowering market entry and operating costs, increasing the vitality of agriculture-related business entities, 

and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eneration. 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was more pro‐

nounced in counties with a stronger economic foundation,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greater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although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t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suggesting that absolute income growth did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relative distributional convergence. [Conclusion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pathway for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in China. By exploit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Rural Pilot Poli‐

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more credible evidence on the income effects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clarifies its main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Future policy efforts should continue to advance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while focusing 

on improving labor allocation,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strengthening county-level supporting conditions. Greater atten‐

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digitally disadvantaged areas and vulnerable rural group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clusive sharing of digi‐

tal dividends and foster more 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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